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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思想当代聚焦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的启示：建构文学理论面对文学
实践的中介范畴＊

高　楠

【提　要】当下中国文学理论正遭受方法论的束缚，二元思维的方法及观念化的方法，
使文学理论僵化且远离文学实践。在这方面，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其对于现实重要
问题的研究，及求解这类问题运用的由一般提升为具体的逻辑方法，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方法
论突围产生重要的引导意义。而且，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又专门分析与阐
释了这套方法，更使这种引导意义明晰而且深刻。从简单范畴到具体范畴，从范畴关联到关
联范畴的相互作用，从范畴关系思考到与现实具体的对应参照，从逻辑思维到思维的历史方
式，《〈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揭示与运用的这套方法，是中国文学理论方法论突围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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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马克思对于资

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其中的钩沉取极的洞

见，鞭辟入里的阐发，入木三分的剖析，把人

类历史延伸的生存发展的秘密，从生产、分配、

交换、消费、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这类最基础

也最简单的问题入手，解析得淋漓尽致。《政治

经济学批判》的成功，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立

场的成功，渊博知识的成功，充分占有与娴熟

运用理论与实践资料的成功及深刻而广袤的历

史视野与世界视野的成功，同时，也是对西方

１８世纪以来代表性的理论思辨方法予以实践性

颠覆与变革的成功。尤其是在 《〈政治经济学批

判〉导言》中被马克思集中运用与阐发的由简

单范畴上升为具体范畴进而求解重要的现实历

史问题的方法，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理论走出枯

燥的理论思辨，走出观念思辨模式，同时也走

出自得其乐的肤浅的经验式理论描述路径，提

供了意义重大的理论方法的引导。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当下

　　文学理论建构的理论对应性

　　马克思所展开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现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批评研

究”（１４ＢＺＷ００４）和辽宁省社科重点项目 “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Ｌ１３ＡＺＷ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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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历史的生产关系及生产过程的学说。它从现实

历史的生产阶段与生产过程中，抽取概括出人类

史各种生产活动都具有的人类一般规律——— “生

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

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

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

合理的抽象”，① 进而综合地、总体性地考察这

些生产一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差异性情况，

进行进一步的差异性抽象，再在不断细化的差

异性研究中，逼近具体的、有待揭示的现实社

会生产的总体问题，即对以资产阶段关系为前

提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理论分析。循着这

样的思路，马克思从最简单又最具有人类历史

普遍性的生产一般展开思考，进入生产的历史

规定性，即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

系；对这类关系，马克思进行着构成性的、相

互作用的、差异性的把握，并随时把这种把握

纳入历史阶段性的总体性中，发现与揭示其中

的差异性的一般延续性，叩问隐含其中的偶然

与必然、现象与本质、矛盾与统一的相互生成、

相互作用、相互构成的关系；又进一步由生产

的关系性出发，将之具体化为生产资料与生产

关系，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

形式同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的关系，以及法的

关系、家庭关系。这是一个不断具体化的关系

思考过程。对此，恩格斯在 《卡尔·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概括政治经济学 “所研

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

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

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马克思

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

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研究的历史现实的社

会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所采用的具体的关系性、

互构性、相互作用性及从差异性角度思考问题

的方法，与文学理论的、文学实践的研究对象

及思考问题的方法，具有明显的对应性；而且，

文学实践，从文学生产角度理解，属于马克思

所说的艺术生产范畴，正是在 《〈政治经济学批

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艺术生产

与社会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的论断。因此，带

着中国文学理论的现实建构问题学习与领会马

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精要阐发的

并在要点问题上典型展开的研究方法，对文学

理论建构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引导意义。

尤其是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自１９９０年

代以来，在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理论的影响

下，由于自身理论根基前提性地深扎不够———

这里有历史原因及时代原因造成的传统割裂，

有理论转换机制的运作乏力，也有理论研究远

离实践的盲目倾向，因此不同程度地存在非语

境的观念性接受、非问题的逐潮性接受以及非

主体的套用性接受状况。在这种接受状况的作

用下，文学理论研究淡化文学实践甚至远离文

学实践的问题严重到不下大力量予以扭转，则

文学理论很难在如火如荼的文学实践进程中有

所作为的程度。这使得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

判〉导言》中寻求方法论的引导，更具有迫切

的现实意义。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于当下中国

文学理论建构的引导意义———这是根据当下文

学理论的问题性状况提出的要点性的引导意义，

可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从简单或比较简单的范畴到比较具

体的范畴，是理论系统性地研究现实社会问题

包括文学实践问题的正确方法，即由抽象到具

体，由简单到综合。

第二，相互关联的范畴研究，要分别考虑

相互关联的每一个方面，揭示其相互关联的性

质与相互作用，并在现实实践过程中统一地求

解其中的矛盾。

第三，范畴及范畴关系思考，包括范畴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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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范畴关系规定性思考，须经常地与范畴及

范畴关系所由生成的现实的、历史的社会实践

保持参照的对应性，既要面对头脑或理论领域

的思想过程，还要随时对应确实发生并仍然发

生的现实过程。

第四，对于理论研究而言，逻辑的方式是

唯一适用的方式，但它实际上是历史研究的方

式，不过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

的偶然性。

以下内容围绕这四个要点，结合当下文学

理论状况，逐一展开分析。

二、由简单范畴上升到具体范畴

　　是系统性地思考现实问题的

　　正确方法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三节

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

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

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

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

错误的”。① 马克思由此提出一个系统地思考现

实社会状况的起点问题。为此，马克思提出由

抽象进入具体的两个重要概念，即简单范畴与

比较具体范畴。

作为思维起点的抽象的简单范畴与通往思

维结果的那些具体的若干中介性的比较具体范

畴，形成一种由此及彼的上升式逻辑关系。这

里要特别注意两点，即简单范畴的原发性与比

较具体的中介范畴的差异性的历史条件性。在

马克思看来，简单范畴是那些在人类初始阶段

简单的生存结构中既已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的

关系的抽象；这些关系在随后不断复杂化的历

史发展中，在日益高级的社会存在中，则表现

为发达组织中的简单关系。与这类关系对应的

简单范畴在精神的历史延续中未必在时间上与

之对应性地被提出，倒往往是简单的关系在不

发展的具体中已经实现，而对应的简单范畴却

并未被抽象出来。比如 “占有”这种人与物的

原始关系，它作为氏族公社所有权的前提，在

原始家庭或氏族公社之前便已存在，并实现为

后来的家庭或氏族公社；那时，“那些通过较具

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

和关系还没有产生”。② 随后，伴随着简单关系

在比较发展的社会中不断现实化，与之相应的

简单范畴才在比较发展的具体中作为一种从属

关系的抽象保存下来。还是以 “占有”为例，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中，“占有”是雇佣

劳动关系的前提，但 “占有”在雇佣劳动中的

实现，则经历着一系列的具体关系过程，包括

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流通关系，

以及法的关系、家庭关系、国家形式及意识形

式等。与后来这些发展的具体关系相对应的便

是比较具体的范畴，它们是这些具体关系的一

般性的抽象。于是，就精神获得程序而言，“占

有”这一简单范畴，反倒实际上在以它为前提

的那些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后被抽象出来。换句

话说，规定着比较复杂关系的前提性的简单关

系在后来各种较为复杂的关系得以实现时，它

才作为前提性体现出来，因此才被抽象出来。

简单范畴由抽象上升为那些具体的比较具

体范畴，在马克思看来，它们的获得是一个历

史发展过程。“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

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的

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

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

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③ 简

单范畴只有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形式中才能得到

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比较具体的范畴，则在比

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随着社会形式的发展

而不断地提升与抽象为范畴，它不仅与作为它

前提的简单范畴保持着统一性关系，而且与它

所对应的具体保持一种历史性的统一关系。

这里有四个要点可以概括。第一，简单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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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所抽象的一般，它见于历史的简单原始活动

中，并在后来的、延续至今的愈益复杂化的社

会活动中一直作为一般的规定性而发挥作用，

如生产与消费。第二，伴随社会活动的愈益复

杂化，简单范畴的一般也愈益复杂与多样地分

化出来，成为不同活动环节与不同活动样式的

一般，这类一般便被抽象为比较具体的范畴，

发挥着比较具体的活动规定性。如后来在封建

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出现的不同的占有关系与

法的关系的一般性。第三，简单范畴向比较具

体范畴的分化，是历史运动的结果，受历史条

件制约，对应着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并归根

结底体现为历史必然的延续过程。第四，与前

提性的简单关系相对应的简单范畴，往往在与

较为具体的关系相对应的较为具体的范畴之后

被抽象出来，并且获得它所具有的前提性的

认识。

把马克思简单范畴与比较具体的范畴的政

治经济学思路根据其中的类比性联系到文学理

论上来，我们立刻就会发现，当下中国文学理

论无论是思维起点的抽象的简单范畴方面，还

是由抽象而具体的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方面，

都存在有待在建构中解决的问题。

首先，就简单范畴而言，文学理论最具普

遍性的范畴，须有两个端点，即文学活动历史

源发处的端点和由历史延续至当下的文学活动

的端点。只有这样的简单范畴，才能作为文学

理论面向文学实践进行建构的抽象起点，即从

这样的抽象开始。根据马克思对简单范畴原始

追问的方法，可以说，文学理论所研究的文学

对象的原始关系，乃是原始的后来被称为具有

文学属性的那类活动关系，如原始巫术活动，

及由此生发的诗乐舞一体活动、神话吟唱活动、

图腾摹仿活动等。这类活动，已在艺术起源这

个命题下被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这可以看作

是人类文学的共源，即文学起源于具有文学属

性的活动。不过，文学所由发生的不同民族的

活动基点又是各有不同的，由此发生与发展的

不同民族的文学也各有不同。因此，中国文学

理论的简单范畴，虽然不排除世界文学活动的

发展端点性的、概括着原始活动关系的简单范

畴及相关范畴属性，如古希腊被柏拉图和亚里

士多德所概括的理式、迷狂、摹仿、悲剧，及

后来被尼采强化的日神精神、酒神精神等，这

些端点根据也不同程度地适应于中国文学活动；

但更具有根基性的简单范畴，还须到中国自己

的文学活动的历史端点去寻觅与发现———当然，

这样的端点性的简单范畴，是思维化的抽象的

端点，是中国古人最初的对于文学活动的思维

成果，也是可以查得到的最初的文字记述。就

中国古代文典而言，也就是 《尚书》 《左传》

《国语》《论语》《易经》《老子》《庄子》之类中

的有关记述。这类端点性的简单范畴所提取的

文学活动的一般，可以在更为久远的社会活动

关系与自然活动关系包括在原始劳动及原始巫

术中找到根据。马克思就是在 《政治经济学批

判》中这样为他的简单范畴寻找历史端点性根

据的。那些古老的文典论述，如言志、载道、

取象、中和、适乐、形神、气韵、兴味等，它

们又被称为文学理论的元范畴。它们作为文学

活动的原发的一般性被概括出来。问题在于，

这类简单范畴的思维运作却在中国现代社会进

程中出现了断裂，这就是２０世纪初相当长一段

时期的对传统的否定与批判。这种断裂造成中

国文学活动的简单范畴并没有成为中国现代文

学理论包括当下文学理论的简单范畴；即是说，

由于中国文学活动中最具有现实与历史一般性

的简单范畴，没有在现当代文学理论中真正地

作为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思维的起点去对

待，抽象的起点性根据便陷入随意与混乱的困

境，而由此上升的具体就成为过多受当下实用

性支配的具体。简单范畴历史延续性的断裂，

不过是文学活动的历史延续性关系断裂的思维

体现。

其次，马克思所强调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

的中介范畴即比较具体的范畴，在当下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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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中则表现为空缺、孱弱以及混乱。根据

马克思的观点，比较具体的范畴不是思维着的

头脑的产物，而是具体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历

史本身就是由简单而复杂的演进过程。文学活

动也是这样，在文学活动的历史展开中，一些

新的构成关系、规定关系、条件关系出现了，

而另外一些相应关系则改变了或者消失了。它

们综合地作用于文学活动，使既有文学活动在

新的关系构成、关系规定与关系条件中发生历

史性变化；在变化中，既有文学活动形态的变

化，又有文学活动特征的变化，还有文学活动

的功能、结构、价值、方法等的变化。每一种

变化最初都是以一种偶然的具体的状况体现出

来的，进而在变化的展开中，同类状况出现得

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于是，这些状况就有

了可以被思维的头脑概括为一般的根据。如马

克思所说：“最一般的抽象总是产生在最丰富的

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

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

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① 以

文学传播为例，在原始巫术时代，最初的文学

一般即简单范畴如言志范畴、意象范畴，是通

过巫术的原始诗乐舞方式，通过看与听而现场

传播的；后来的文学书写，使诗从乐舞中得以

独立，最初的表演性的巫术言志及意象一般性

便进入书写的诗言志及诗意象一般性；书写由

甲骨、竹板进入纸张印刷，书写的诗言志及诗

意象一般性成为广泛交流、述情表意、知人论

世、以意逆志的诗言志与诗意象的一般性。没

有广泛交流的前提，就没有述情表意的言志与

意象具体化。至于当下，电视、网络等大众传

播手段，把文人专利的诗言志与诗意象充分地

大众化、个人化，文人之志变为大众之志、个

人之志，文人意象也充分个人化为大众性的幻

象、梦象、异象及乐象。文学言志、表象的简

单范畴在传播规定性的历史变化中不断地进行

差异性的分化、具体化，与之相应，一系列较

为具体的中介范畴，如抒情、比兴、形神、气

韵、意境、兴趣等，以及当下电视视频、网络

写作等也便陆续地被抽象出来。

从上述思路出发，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向具

体提升的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存在着三个问题。

一是比较具体的范畴是简单范畴在历史展开中

的复杂化、分化及具体化，它们是历史的简单

关系向复杂的社会关系演进的思维体现。简单

范畴在现当代文学理论的断裂性缺乏，使得由

简而繁的历史及逻辑演进过程无法系统性地坚

持，由此提出的中介范畴往往是缺乏根据的中

介范畴。二是当下文学理论中比较具体的中介

范畴，很多是取自于西论的中介范畴，这些范

畴相对应于西方社会生活与文学活动、西方生

活理解与文学理解、西方生活现实与文学现实。

它们被移植过来，往往未加转化地镶嵌到相应

的中国理论文本的章节之中，直接构成文学理

论的中介范畴，如存在主义范畴、女权主义范

畴、结构主义范畴、新感性范畴、本质主义范

畴、图像化范畴等。这类移来的比较具体的中

介范畴，由于既没有历史根据，又没有中国已

然展开的具体实践根据，以致出现缺乏体系性

联系的理论板块化、拼凑化、观念化。三是比

较具体的中介范畴，实际上是从历史具体及现

实具体中提取的一般性范畴，它们体现着与现

实的很密切的对应性。也正因为这种对应性，

它们才能有效地进入现实具体，实现由抽象向

具体的提升。而当下中国文学理论中既抽象着

一般又敞开于现实的中介范畴，常常被观念性

地封闭于现实具体之外。比如 “文学的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这个比较具体的范畴，应该贴

着当下中国文学活动的意识形态状况进行建

构。这样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西矛

盾，传统与当下的纠结，大众与精英的互动

与互化，社会主义生产活动与文学活动的互

构关系等，便应是 “文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这一中介范畴向现实具体敞开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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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有的代表性阐释，却把自己封闭在

抽象的理论条文之中。① 而这样的理论条文，

如马克思所说：“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

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

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②

三、范畴抽象及范畴研究要在

　　范畴的相互关联性中展开

　　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

谈到生产时指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

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

产，自然是出发点。”③ 西方 “自由、平等、博

爱”的口号，都是就个人而言，个人的独立性

比其他事物或社会现象的独立性似乎要大得多。

那么，如何对待生产的个人及个人的生产？马

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坚持的一个重要

的思维方法，就是从整体中把握相互关联的具

体，为此，他抓住个人这个出发点。他指出，个

人总是进行生产的个人，他们总是从属更大的整

体，先是家庭，后来是氏族公社。到１８世纪的

“市民社会”，个人成为通过社会的外在必然性实

现其私人目的的社会动物，“人是最名副其实的

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

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④ 被西方看重的

独立的、个性的人尚且在社会关联之中，关联性

地而不是孤立地把握一切具体，自然就不言而喻。

马克思从生产和消费的相关性谈生产与消

费，即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也直接是生产。

它们每一方都直接是各自的对方。这种生产与

消费的互是关系，又体现为互为媒介的关系，

即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使

消费获得对象；同时，消费也媒介着生产，消

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因此成为主体的产

品。从消费来说，消费使产品现实化，又使生

产通过生产动力与生产的观念形态实现为生产。

与之相应，从生产来说，生产不仅为消费提供

材料与对象，给予消费以规定性从而使之完成，

它还为需要提供材料并为材料提供需要。为此，

马克思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

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

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

象生产主体。”⑤

在 “生产和分配”、“交换和流通”这类政治

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研究中，马克思同样运用着揭

示相关范畴的关联性，并在关联性中思考相关范

畴的方法。他由关联进入关联范畴的内部，把关

联范畴的内部构成放到关联范畴的关联规定性中

思考，又把这种合于关联性的范畴思考适时转入

关联范畴关联性的进一步思考。在这个过程中，

他更是经常地由关联范畴切入关联范畴对应的现

实与历史具体，从现实与历史具体中，发现相互

关联的一般，并将之抽象为关联范畴的关联性及

范畴构成性研究。比如他针对将生产与分配割裂

开来、进而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的现象，从分配

与生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荒诞无稽的做法、从

分配与生产关联性角度指出，分配不是外在于、

独立于生产，而是密切地关联着生产，并且就在

生产内部。生产方式决定新出现的分配方式，“虽

然这种分配对于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它

本身又是生产的产物，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

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⑥

马克思坚持的这种关联范畴的关联性研究方

法，即它们的相互规定、相互构成、互为彼此的

方法，在中国当下文学理论中没有引起普遍重视。

对关联范畴割裂其关联性的研究，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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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并不少见的研究思路，比如割裂对象而研

究主体，割裂内容而研究形式，割裂接受而研

究文本，割裂传播而研究接受等。这是西方传

统形而上学二元论的后遗症。其实，西方１９６０
年代以来已着手展开对这种二元论的规模性的

批判。中国当下代表性的文学理论教材的体例

划分，存在着僵化于横向的板块式分割的情况，

如从文学性质到文学活动，常常被各分为一章，

性质与活动的一体性关系，成为范畴分立的关

系。而实际上，性质的活动与活动的性质，二

者不仅是有机的，而且是依存的。割裂的结果

是，唯有在有机关联中才能见出的性质与活动

互为、互化、互为提升的关系属性被掩蔽了。

文学创造与文学作品的分编式平列，不仅使创

造研究成为非文本的研究，沦为不见文本整体

性的心理研究，而且，文本研究又由于割裂了

创造主体与创造活动的有机整体性，而不可避

免地陷入两个误区：一是文本中心论的误区，一

是生硬的文学形式分类的误区。在生硬的形式分

类中，文学作品在文学创造中与创造过程相互推

动、变化流转的充满活力的东西便被剔除了。而

缓解的方法，在当下代表性文学理论教材中是补

缀式的，即在章节陈述的缝隙中，补缀一些彼此

照应的例证或文字。但割裂所致的生机缺损却无

法在补缀中找回，当然更谈不上生机盎然。①

解决这类问题应该从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

判》中历史关联的范畴提取及整体性综合的研究

方法中找到答案。马克思在研究中并没有就生产

类型、生产手段、生产性质、生产活动、生产功

能这类可以进行逻辑类分的方面进行分类，而是

在生产的历史延续性中，由伴随着生产、规定着

生产、构成着生产的东西进行范畴提取，如生产、

分配、交换、消费，这使得提取的范畴成为生产

的历史关联性范畴。这是一种纵向分类的方法。

就文学理论来说，历史纵向的范畴分类，如文学

形态范畴、文学个性范畴、文学实践范畴、文学

演进范畴、文学主体范畴等，它们共同地综合为

历史性的文学活动，又在文学的现实活动中有机

综合地展开，彼此相关联地发挥文学活动的整

体性作用。马克思对这样的关联性分类解释说：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

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

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②

这里，总体、统一体、相连贯的环节及内部差

异，是提取关联性范畴的要点所在。

四、范畴与具体的现实对应性及

　　范畴对应具体的中介性、　
　　变化性　　　　　　　　　

　　文学理论不同于思辨哲学的地方，一是它

所研究的对象不是哲学思辨的世界的一般情况

及一般世界的构成情况和变化情况，而是现实

具体的文学活动及具体文学活动的一般，它研

究这种一般的构成与变化。二是它用以研究一

般的文学或文学具体的一般的方法，主要是范

畴转化的方法，即由简单范畴转化为比较具体

的范畴再进而综合为具体，而不是思辨哲学的

范畴推衍的方法及被一定方法论限定的哲学目

的性运作的方法。三是文学理论的研究过程是

由简入繁、由一而多的———这是文学理论研究

的系统性思路，具体问题的理论研究可以在比

较具体的中介范畴展开，也可以通过某些中介

范畴的分化与细化进而向具体提升，但它总是

要面向具体、贴近具体，并在具体中提升———

思辨哲学与此不同，思辨哲学是对于一般的立

论与论证。它的立论出发点往往就是它理论论

证的结果，它是锁定在一般中的一般范畴的旋

转。旋转指向上一级的范畴或下一级的范畴，

支撑这种旋转的是思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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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在理论构

成性、具体性及方法性上可以对文学理论给予意

义重大的引导，就在于前者在理论展开中自觉地

使自己区别于思辨哲学。它坚持由现实具体提出

问题，从简单范畴出发，经由比较具体的中介范

畴，达到思维的具体综合。这里的要务就是在简

单范畴或者在已然可以作为出发点的比较具体的

范畴中面向具体地分解出进一步的中介范畴。而

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便是比较

具体的且又面向具体的中介范畴的匮乏。

这类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该如何取得呢？

马克思谈及分析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走过的历

史道路时说：“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

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

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

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

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

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

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

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① 马

克思这段话是为了说明至他写 《政治经济学批

判》那个时候，经济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已经从生动的具体中找到了一些相应的抽象范

畴，因此可以从这些范畴出发，而不是再从生

动的具体出发去思考具体的问题。不过，马克

思这段话更有一番深意，即讲明了抽象范畴，

包括可用于进一步的具体综合的比较具体范畴

的由来：第一，它们总是产生于生动的具体而非

产生于概念或观念；第二，它们是对所由开始的

具体具有某种决定意义的关系；第三，这些关系

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在其所由开始的具体

中体现出普遍性或一般性的关系；第四，它们被

确定与抽象出来而成为范畴；第五，这些范畴可

以上升到具体的综合性研究中去，即便这些具体

是这类范畴所由来的既有具体的新的发展。

当下中国文学理论之所以在比较具体的中

介范畴方面出现匮缺，就是因为在上述五个要

点中，忽略了某些要点。拿既有文学理论中多

有争议的形象思维这个范畴来说，按照马克思

从简单范畴上升到比较具体的范畴的思路来看，

形象思维是想象这一简单范畴的比较具体化。

想象是自古以来所有文学活动的最具一般性的

活动主体与活动对象的心理关系，形象思维则

是在脑科学及思维科学达到一定水平时对想象

的思维学研究，这使想象在思维中得到比较具

体的限定，并获得限定性的进一步思考。中国

上世纪中后叶的两次形象思维大讨论，正是在

这一比较具体的范畴上展开的。② 不过，就在这

一范畴本该在更具体的方面加以引申，从而进

一步切入文学活动具体的地方，向具体提升的

讨论却结束了。形象思维通往具体的那些更为

具体的环节，如形象思维的语境关系、情境关

系、文体关系、接受关系、表述关系、语言转

换关系，它们构成形象思维范畴向文学活动具

体提升的递进式的比较具体的范畴的根据，以

及这类可以提升为中介范畴的问题等，都已经

随着大讨论来到了门口———当时，甚至有一些

文章已涉及了这类问题。但是，由于讨论的重

要参与者们缺少这种中介范畴意识，因此未能

敏感地做出范畴提升的努力，在过后的反思中

也未将之作为理论的缺失而予以反省。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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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１０３页。

陶东风主编的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关于形象思维论的
几个问题”），对形象思维的两次讨论进行了概括，其中涉
及的讨论要点、讨论的历史原因、时代状况，代表了文论
学界的普遍看法。该教材对此进行的展开式阐释，也有理
论深度。参见陶东风主编：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４７页。

在形象思维问题上，有丰富文学读解经验及理论研究功底
的童庆炳在其主编的 《文学理论教程》中设专章讨论文学
构思问题。他没有采用形象思维这个范畴，而是延用了构
思这个说法。构思是形象思维的具体化，它沉入到创作具
体中，但由于这类范畴缺乏更具一般性的上位范畴如形象
思维的向下提领，则该教材的构思范畴没有达到这一范畴
应有的一般性抽象的力度。当然也可以选用其他范畴称谓，

但应具有与形象思维范畴的等位性。而陶东风主编的 《文
学理论基本问题》虽然对形象思维有精要阐释，但却止于
形象思维的构成性分述，因此缺乏向具体提升的力度。这
类问题一沉一浮，都说明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的建构问题，

是应该引起进一步关注的问题。参见 《文学理论教程》（修
订版），第１２２～１３１页。



比较具体的范畴从对应的关系一般中抽象

出来，它的一般规定性是随着它所对应的具体

关系变动的，而不是一经抽象便作为恒常的尺

度悬挂在变动的具体之上并不断地对后者施以

制约。马克思说：“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

为思维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

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

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

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①

这段话强调了比较具体的范畴的直观与表象的

根据———毫无疑问，直观与表象是直接的对象

性反应，它们保持着对于对象的感性的鲜活性，

而不是被陈述所加工的事实，当然更不是道听

途说的或在反省中思考出来的二手事实。这样

的强调是在保持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关联着具

体的活动力，及前者随后者而变化的活动。所

以，马克思才选用 “过程”这一紧随对象变化而

展开的概念。范畴运作的理论思维，无论那范畴

怎样的比较具体，它也是思辨地理论地活跃着，

而不可能实践地参与到具体中去。但这种不直接

参与所造成的范畴与具体的隔阂，却可以通过一

定的理论方法求得解决，即把理论思考或理论综

合的具体，过程性地、经常地浮现在表象面前，

通过思维中据实而变化的表象 （表象是思维的具

体形态），求得范畴对于具体的对应性转化。

在具体的转化过程中提取比较具体的范畴，

又在具体的转化中思考与运用这类范畴，这是克

服文学理论观念化的有效方法。当下中国文学理

论常常在两个方面体现出不同程度的观念化倾向。

一种倾向是非语境地套用西方观念与范畴

的倾向。观念化与观念地思考与把握具体对象

不是一回事。通过范畴去把握具体对象，亦即

观念地把握对象，这是理论把握对象的基本方

式。观念化的问题在于把观念从它所由来的具

体中割裂出来，使之成为远离具体甚至无所具

体的观念，进而在孤立确定的意义上运用这类

观念。尽管它所运用的对象可能是具体现实的，

但只要这观念没有对应性的具体根据，并且这

观念内容没有或无法把它所研究的具体经常作

为前提浮现在观念所由生成的表象面前，这就

是观念化。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对于西方理论

中的一些观念或范畴，不顾这些西方观念或范畴

得以产生的西方社会生活具体及文学活动具体与

中国某些对应性的具体存在差异，硬套到中国社

会生活具体及文学活动具体中去，则这类观念就

成为观念化的观念，这类范畴也就成为范畴化的

范畴。这种观念化的做法确立在一个荒谬的前提

下，即认为西方的社会生活及文学活动与中国的

社会生活及文学活动在具体性上是等值的。当下

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些热门话题，如后现代话题、

大众文化话题、图像化话题、道德话题等，都不

同程度地存在这种观念化倾向。②

另一种观念化倾向是使文学理论疏离于文

学活动的现实。本该作为前提经常浮现于表象

的社会生活具体与文学活动具体，被既有的一

套观念或范畴阻隔在观念既定的规定性之外。

这些观念以自身的不变规定着具体现实的变化。

由此导致的结果，并不是具体现实的手足无措，

具体现实仍然具体现实地活跃与发展着，而是

观念化或范畴化的观念与范畴，它们只能把自

己封闭在理论城堡中，或者在观念化的西论中

寻找理论乐趣，或者满足于理论的自娱自乐。

比较具体的范畴的承上启下、居内而拥外

的中介性，这是当下文学理论建构中已然引起

２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１０４页。

如对于大众文化所引发的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争论问题，

近年来国内以陶东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把争论的基点问
题确定在西方的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伯

明翰学派的对立观点上，或此或彼或调和地阐述己见。但
问题在于这种前提性的基点即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之间在

中国很少存在类似西方导致争论的界限。中国的所谓精英
文学自建国以来一直就是某种意义的大众文学，而中国大
众文学也一直就是裹挟着、参与着、生成着精英文学的大
众文学。他们的当下一体性在于都是于混乱的市场经济中
成为当下状况，又都在当下状况中追求基于趣味的商业价
值。而且，这趣味差异又绝非文化差异，而只是同一文化
群体中人的感性生活状况的差异。所谓精英群体内部的这
种差异，比所谓精英与大众的群体间的差异往往还要巨大。

由于这种对应性的研究是套用自西方而无关中国社会生活

具体与文学活动具体的研究，因此多年来难以推进。



重视并展开讨论的话题。巴赫金的交往对话理

论，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等先后被国内学

者引入并进行讨论。但讨论没有深入到使多年

来根深蒂固的二元论思维方法改变其决定性位

置的程度。不少研究者仍然习惯于从二元分立

乃至二元对立的角度思考问题。文学活动研究

中创作与接受分立的做法、创作研究中风格与

接受分立的做法、接受研究中接受与传播分立

的做法、文学的美学研究中美与美感分立的做

法、文学的生存论研究中人与环境分立的做法、

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研究中中国与世界分立的做

法等，这些做法于当下的普遍运用，证明着马

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范

畴中介的研究方法，仍需要被认真理解与接受。

马克思早在巴赫金、哈贝马斯之前，已对这种

方法多有阐释并运用自如了。

比如在阐释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时，马克思

首先发问：“分配是否作为独立的领域，处于生

产之旁和生产之外呢？”① 这实际上便是对分配的

中介属性的发问。他对此解答说：“在分配上出现

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

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说到资本，

一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两次：（１）当做生产要

素；（２）当做收入源泉，当做决定一定的分配

形式的东西。”② 分配作为中介，使资本既获得

生产属性又获得分配属性。因此，他进而说，

“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

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

就形式说也是如此”；③ “在产品和生产者之间插

进了分配，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

世界中的份额，因而插在生产和消费之间”。④

根据这种中介范畴理解，马克思不仅提示了中介

范畴对于中介各方的联系，而且指出中介范畴构

入中介各方，就其构入来说，也就是中介各方。

在文学理论中仍有很大理论份额的二元论，

应该在中介范畴的设立中得到进一步解决。比

如上面提到的文学活动审美属性研究中，一直

存在的美与美感二元分立的情况，其实，从现

实具体而言，它们是一体的。然而，分立性研

究却造成了一种现实具体的假象，即在现实具

体中美是美，美感是美感。要解决这类二元分

立的问题，就特别需要中介思维方式，即审美

是活动性的，它是美与美感的中介。就此理解，

审美不仅使美与美感联系起来，而且通过审美

观赏、审美感应、审美趣味、审美评价等中介

性活动，构入美和美感，并使美与美感相互构

成。由此，生动的审美具体，亦即美的具体、

美感的具体便综合起来———美因美感而美，美

感因美而存在美感；美在美感中并且就是美感，

美感也在美之中并且就是美。

五、逻辑方法是唯一适用的理论

　　研究方法，但逻辑方法又　
　　实际上是摆脱了历史形式的

　　历史研究方法　　　　　　

　　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及 《〈政治经

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一个在政治经济

学这类由具体出发、从抽象入手、经由比较具

体范畴的逐步展开，进而实现具体综合的学科

中进行理论研究的逻辑问题。如前所述，由于

文学理论正属于这类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的理论

学科，它对逻辑关系的处理，在马克思这里自

然可以得到深刻指导。

马克思追溯政治经济学的简单范畴及比较

具体范畴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历史方法，他不断

到历史中寻觅追溯、进行求证。不过，马克思

的历史追溯又牢牢地站立在他追溯的现实立足

点上，即他所研究的身在其中的现代资产阶级

社会。他认为经济范畴的逻辑次序不仅是由它

们在历史上的先后次序决定的，更是由它们在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是

因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内部组织，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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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９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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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念认识。此前不同社会内部结构的决定次

序，此前不同历史阶段的观念认识次序，对于

后来的社会内部次序，都必须在当下的社会结

构和观念认识中找到根据并予以调整。马克思

说：“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

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

更不在于它们在 ‘观念上’ （蒲鲁东） （在历史

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

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① 这个说法

对于当下文学理论的逻辑引导意义是使当下文

学理论建构有了更坚实的逻辑基点即立足于当

下———当下的对象性问题，当下的对象性状况，

当下的理论问题，当下的理论研究状况。而更

重要的是，当下并不仅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限

定，而且是产生出有待研究的问题的当下社会

生活及文学活动结构。

对于这种形成次序的逻辑，在坚持立足现

实社会结构的前提下，恩格斯在 《卡尔·马克

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 《政治经济学批

判》的逻辑次序进行了阐发。恩格斯从黑格尔

思维方式的历史意识中分析马克思思维逻辑的

由来，他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

感作基础，他的思想发展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

展紧紧地平行着。因此，虽然黑格尔颠倒了实

在与思维的关系，但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在

他的哲学中。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两个线索的

问题，即思维的逻辑线索与历史展开的线索。

黑格尔的逻辑思维线索虽然是颠倒的，但他在

历史线索中获得的历史感，却在他颠倒的逻辑

思维中有充分的体现。对历史线索与逻辑线索

的关系，恩格斯进行概括说：“逻辑的研究方法

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

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

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

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

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

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

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

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

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② 逻

辑是摆脱了历史形式及各种偶然因素的历史抽象，

这种抽象印证了头脑中的东西，包括思维逻辑，

都不过是客观实在的反映；但这是一种规律性的

反映，它使得头脑中的每一个成熟的思维要点，

都可以在典范式的时间发展点上有所着落。这是

一种把时间性与逻辑性结合起来形成思维次序的

方法。这种时间性不仅体现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

的历史发展点，而且，体现为构成历史发展点的

各种活动的展开次序。因此，它也为由简单范畴

到中介范畴、由此类中介范畴到彼类中介范畴，

其间的关联次序提供了逻辑展开的根据。

这种综合着历史线索的逻辑阐释，可以从

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角度加以思考。

（一）中介范畴的关联逻辑

当下中国文学理论中，有一些可以转化提

炼为中介范畴的范畴，分布于现有理论的板块

结构中。现有理论板块，性质论、创造论、作

品论、接受论等，在其历史的形成过程中，都

与文学实践相关联。这种关联，不是既定的逻

辑形式，而是与实践的历史状况相关。在历史

实践过程中，有些板块或板块间的中介范畴被

突出了，有些弱化了；有些产生了，有些消失

了，由此形成一定的关联次序。把逻辑形式与

这种次序统合起来，才能求得关联性展示，而

这种关联性及关联性展示，正是当下文学理论

所欠缺的。文学理论忽视中国相关历史关系的

差异性，套用西方理论或者以西律中，与逻辑

运作的这种欠缺有关。范畴关联在历史实践中

的逻辑变化，如马克思分析产生一般的各种规定

范畴的变化时所说，它们 “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

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

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

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③。这是他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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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关系差异性出发对逻辑关联进行的阐释。

（二）以文学实践的过程顺序为中介范畴的

关联顺序

文学实践从目的提出，到方法运用，到过

程展开，到过程性调整，到目的达成，这既是

物质性的活动过程，又是精神展开的逻辑过程。

整个过程，有各种中介范畴联络其中。如就接

受而言，便可以凝练出一系列中介范畴，包括

接受的期待视野、接受阅读、阅读理解、阅读

状况、先在经验、阅读经验转换、经验增殖、

经验调整、接受反思等，这是在接受过程的先

后联系中形成的范畴。接受过程的先后联系提

供着它们相关联的逻辑根据。马克思在 《政治

经济学批判》中分析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生

产与消费的过程顺序便被视为逻辑展开的顺序。

（三）问题性关联

无论是理论提出的问题还是实践提出的问

题，问题的共同点在于这是某种关联 （在理论

上是范畴的逻辑关联，在实践上是过程的内部

关联与周围关联）的重要性在研究中或在实践

中的凸显，这种重要性此前并没有体现出来而

是被忽略的。这种重要性的显现，是这种关联

倘若不被求解，则被关联的各方面便会陷入矛

盾或混乱。问题性关联，是与问题相关的各种

关系根据其对于问题的相关程度而获得的次序。

马克思称这类重要的问题关系与其他相关关系

的关联为 “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

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
“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的关系。①

这样一来，问题便以其关系的关联性，把关联

的各方面带入问题进行求解，相关理论或实践

的中介范畴便在相应的关联中获得次序，从而

被凝练、被阐释、被关联。

本文作者：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

责任编辑：左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１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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